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王绍鏊

朱颖浩 
王绍鏊，字却尘，1888年1月9日，诞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世家。六岁丧父，由名门出身的母亲抚育长大。受母亲人生观的影响，“大有不作圣贤便成豪杰之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了他反复吟诵的的座佑铭。十二岁，受康梁的影响，作《变法论》，提出“世无百年不变之法”的观点。1902年，就读于由进步知识分子金松岑在家乡创办的新学---同川学堂，开始接受新思想熏陶。

一
当时清政府腐败状况的日益加剧，列强对中国的凌辱愈演愈烈，一次，他读到了一本由卢弼、黄炳言翻译的日本清水澄著的宪法书。王绍鏊开始“对于议会政治，大感兴趣起来”。于是，考入江苏教育总会所办的法政讲习所，如饥似渴地探索新的知识。1908年夏，二十岁的王绍鏊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
归国后，国内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各种革命团体纷纷成立，活动频繁，积极开展推翻清政府的活动。王绍鏊一踏上祖国大地，立即受到浓烈的革命气氛的感染，热血沸腾，赶赴上海，随章太炎先生创办中华民国联合会，嗣改统一党，又和其他政团合并为共和党，后因看穿了其为袁世凯服务的政治面目，1912年5月，愤然离开北京南下，出任江苏省都督府外交司第一科长兼代司长，并积极投身于遏制大野心家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的活动之中。
1913年，王绍鏊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但是，袁世凯在利用国会名正言顺地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后，1914年初正式下令解散国会、各省议会，给对议会心存幻想的王绍鏊一个沉重打击。1915年12月，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并即皇帝位，王绍鏊义愤填膺，立即参加反袁斗争的行列，联络志同道合者参加讨袁斗争，并赶到上海参加护法运动。
1927年1月，王绍鏊怀着对北伐军无限崇敬的心情来到武汉，耳闻目睹了共产党人的许多动人事迹，了解到共产党在北伐中的主心骨作用，并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接受马列主义观点，终于认识到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思想上有了突破，为以后找到党并成为其中一员，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并积极投入到了反蒋斗争。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王绍鏊先在上海发起“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动员各界捐款救济东北难民，接着又去北京，和蓝公武、章伯钧等发起组织“救国协会”，联络各方抗日力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2年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王被困上海闸北，亲眼目睹了中国爱国军民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场面。但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使国土相继失陷，严峻的事实催醒了他，终于抛弃了不合实际的幻想。1933年春，日军进犯华北地区，因与冯玉祥早有交往，彼此十分了解，即从上海赴张家口参战，为了扩大抗日同盟军，受冯玉祥等委派带了三十多封密信到南方各省策动接应。1933年秋，出于对中国革命的执着追求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崇敬信仰之情，向中共党员黄申芗提出入党心愿，经组织考察审定，王绍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春，利用以前与阎锡山的交往旧谊，到山西策动阎参加抗日阵营，并联络孙殿英作响应。因从事联合抗日宣传活动，同年6月，王绍鏊途径南京浦口遭国民党拘捕。在狱中，始终严守党的机密，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崇高品德。“八·一三”事件不久，联络工商界和各种团体，从事宣传、募捐活动，并到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后由党组织委派他参与党中央特科的外围组织“华东人民武装抗日救国协会”的领导工作。1938年，王绍鏊在家乡建立了一支在吴江和太湖由共产党领导的、活跃于江浙边界和太湖南岸的抗日游击队。
1937年底，发起创办《文汇报》，推荐同乡严宝礼为总经理。1940年初，王绍鏊受组织指派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暴发后，接组织紧急通知撤离到九龙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2年5月返回上海，上海合群坊（现为建国西路316弄20号）的家便成了秘密会议的场所，并掩护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广泛搜集各方面情报、关心进步青年活动情况、营救在抗日期间被日伪逮捕的同志出狱，为党的抗战事业默默无闻地埋头工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绍鏊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从事革命力量的联络工作。1945年11月，王绍鏊针对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宣传，写文章针锋相对地提出“先民主后统一”的主张，文章完稿后得到了进步人士的一致拥护和称赞，并建议将文章以“意见书”的形式征求签名后交付报刊发表，以马叙伦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欣然签了名。1945年12月30日，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在随后的会议上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是在王绍鏊“意见书”基础上，经理事会深入讨论修改后完成的。1946年5月5日，民进联合上海各界52个人民团体（后来扩展到68个团体，四十余万群众）宣布实行大联合，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团联”），王绍鏊当选为理事。
1946年6月23日，在地下党组织发动下，在上海北火车站举行了十余万群众反内战大会，并欢送以马叙伦为团长和平请愿团，当时王绍鏊为大会的执行主席之一。当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殴打，发生了震惊中外“南京下关事件”。事件发生后，王绍鏊联合各界人士和团体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声援和慰问受伤代表，形成了上海民主运动的又一次高潮。1947年11月，他撤离上海赴香港，在香港继续开展反蒋斗争活动。1948年，中共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口号”，民进致电中共，积极响应。1949年1月，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王绍鏊和马叙伦、许广平代表民进发表《宣言》，坚决拥护和支持八项条件。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王绍鏊代表民进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21日，王绍鏊作为民进的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王绍鏊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开国大典。
四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15日，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王绍鏊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1956年8月，民进召开第二次全国代大会，提出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口号，王绍鏊再次当选为副主席。1958年底，民进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王绍鏊在大会上作了工作报告，并第三次当选中央副主席。

王绍鏊同志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委等职，还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商讨和制订，为新中国的建设竭心尽智，贡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经验和聪明智慧。

王绍鏊同志工作上兢兢业业，乐于奉献，生活上艰苦朴素，公私分明，严格要求子女，主张孩子们应独立行事，走自已的路，而不依赖父母。高尚的人格魅力，影响了孩子们，赢得了家人真诚的爱戴和同志朋友们由衷的赞誉。

1966年“文革”开始。由于工作需要，王绍鏊在解放后继续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他严守党的纪律，即使在子女面前也不暴露自已的共产党员身份，而恰恰是坚定的原则性，使他在文革中遭受到一连串不公正待遇。面对责难和歧视，他胸怀坦荡，始终坚定党的信念，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为了不再给组织增添麻烦，他婉拒了“要把他送较好的医院，请较好的医生会诊”的请求。1970年3月31日，这位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六十年的党的忠诚战士，在北京默默地离开了人世，终年82岁，亲属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王绍鏊同志的党章、党证。

党是不会忘记自己的儿女的。1981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王绍鏊同志》的纪念文章，首次公开了王绍鏊的党员身份；2月19日，国家财政部党组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王绍鏊同志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1988年1月，民进中央在北京隆重举办王绍鏊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2008年11月3日，民进中央严隽琪主席等中央领导在王绍鏊同志的家乡同里，在新落成的纪念馆内举行了王绍鏊纪念馆落成典礼仪式，同时举办了王绍鏊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人们深切怀念这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不断追求真理，不畏艰险，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优秀党员。全国人民和民进会员将永远怀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并以他为榜样，激励我们为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

五

王绍鏊同志，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同里历代名人名士中较为杰出的代表。为了深切缅怀王绍鏊同志光辉的一生，根据民进中央领导的要求，从2008年3月份开始，同里镇就着手准备修复王绍鏊纪念馆，同里镇政府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具体工作小组，开始进行资料征集和展馆工作。由于王绍鏊同志生前留有文物、照片很少，给征集工作带来了较大难度，但相关工作人员克服困难，赴北京、上海、苏州，在民进中央、国家革命博物馆、上海图书馆、苏州民进支委等部门的支持下，收集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主动与其家人联系，征得他家人的支持，又收集到了不少极具价值的原件、原物，为顺利布展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新落成的王绍鏊纪念馆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布展面积400平方米，纪念馆以弘扬王绍鏊精神为主题，以王绍鏊革命战斗的一生为主线，通过实物、绘画、图片等手段再现王绍鏊同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历和生前的光辉业绩。为了生动地反映出王绍鏊同志不平凡的一生，同里镇还委托上海电视台拍摄了《王绍鏊》专题片。
王绍鏊故居旧称留耕堂，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位于同里镇富观街35号，共有房屋178间，建筑面积近3500平方米，占地将近10亩。目前，王绍鏊故居区域存有三间半平屋产权房。

为了更加丰富王绍鏊故居展示内容，同里镇人民政府本着“经济合理、修旧如旧”的原则，首先对王绍鏊先生产权房进行修缮，对原有产权房进行置换和改造，使其尽量体现原貌；其次将修复王家花园。

全面恢复王绍鏊故居，不仅让人们可以更加了解王绍鏊先生作为民进创始人之一，为新中国的革命和财政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而且，可以更深层次地开发挖掘江南水乡的人文资源，保护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

